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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经济与“德

殷桐生

国病"

【摘要】近20多年来，德国经济一直在低增长中徘徊，这同50年代和60年代德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形成了鲜

明的反差，美国经济学家将此归因于德国社会福利市场经济的体制，并称之为“德国病”。作者同意这一结论，并在

第一部分迸一步分析了其症状，认为主要表现在“五高两低”上：即高福利、高劳动成本、高国债、高税收、高失业和

低投资率、低增长。在第二部分作者集中阐述了治愈“德国病”的难度和可能，指出关键在于把握好改革和转轨的

根本规律，冲破德国现有政治、经济体制和社民党自身矛盾的严重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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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到3％，创

德国统一十年来的最高纪录。执政的红绿联盟自然是

喜不自禁，业内人士则更多在思考，这是“德国病”转机

的预示，还是阵发性的起伏，抑或是回光返照?

“德国病”是美国经济学家在分析近20多年来，特

别是90年代以来德国(和以其为代表的一批西欧重社

会福利的国家)的经济在低增长中徘徊时使用的一个

概念，令德国人既感到羞辱，也感到愤慨，但在冷静思

考之余，又感到不无道理。

一、“德国病”的症状

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全境一片废墟。然而只经过

了短暂的数年，从这片废墟中便出现两个经济高速增

长的德国，于是世人惊呼这是“金色的年代”，“银色的

年代”，是“经济奇迹”，并以此为据，声称“德国已经找

到了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钥匙”。

然而好景不长，1967年联邦德国就经历了战后第

一次经济危机；1973一1974年石油价格暴涨引发了资本

主义世界又一次经济危机，联邦德国虽然受害不重，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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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能幸免；1979．1982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战后最

大的一次经济危机，联邦德国亦是伤痕累累，最终导致

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赫尔穆特·施密特领导的社民党

政府倒台。可以说德国经济此后虽有起伏，但始终走

不出低速增长的怪圈。“魔力四边形”中规定的4％标

准值也从未再达到过。原因何在?

美国经济学家普遍认为，问题出在体制上，出在社

会福利市场经济的体制上。1776年“国民经济学之父”

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中深入阐述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功能，从而开

创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先河。⋯之后，经过200多

年的沧海沉浮，从单一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已经派

生出四大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即美国的“自由市

场经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日本的“政府指导型

市场经济”，瑞典的“福利国家市场经济”和德国的“社

会福利市场经济”。其中尤以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和

德国的社会福利市场经济之间的争论最为激烈，核心

问题是社会福利应在经济发展中占何地位。

德国自1871年统一以来，经过不断的完善，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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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了一套令世人为之瞠目的社会福利体制；二次大

战后，艾哈德、阿尔马克等人在德国经济学家欧肯领导

的弗赖堡学派的“奥尔多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上，经过

对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和苏联中央计划经济的利弊权衡

之后，决定继承重视社会福利的传统，扬弃美国在此领

域的弊端，正式在市场经济中把社会福利置于重要地

位，决定建立社会福利市场经济。【2】经过50多年的风

风雨雨，该体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也暴露出很多问

题，特别是从1969年社民党执政以来，社会福利急剧

膨胀，严重制约了德国经济的发展。1982年科尔政府

上台后，原本想反其道而行之，削减高额福利费用，然

而由于积重难返，更由于削减福利将影响芸芸众生的

切身利益，于是不得不打消改革的初衷。结果是，福利

费用有增无减，经济依然只能在低速中徘徊。1993年

整个德国和原西部地区竟然都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负

增长(分别为一1．2％和一1．4％)，从而招来了国内外

一片更为激烈的批评，但多数人仍然抱住现行的福利

体制不放。据统计，1994年67％的德国西部居民和

85％的德国东部居民均表示反对触动现有的社会福利

支出。(3】

面对这一形势，德国媒体自然不甘寂寞。1997年，

在“社会福利市场经济之父”艾哈德诞辰100周年的日

子，《新闻周刊》便组织力量就社会福利市场经济体制

问题进行了一场民意调查，结果是十分令人悲哀的：这

个一向让德国人引以为荣的经济体制，在1994年时尚

能获得53％居民的“好感”，而到了1996年这一比例便

大幅度地下降，仅有40％；相反，对该经济体制不抱“好

感”者却从23％升至29％。1990年德国统一时，东部

地区的德国人中对社会福利市场经济体制抱有“好感”

者高达70％，不抱“好感”者只有5％，而到了1997年，

前者下降到24％，后者则上升到41％。更令人悲哀的

是，参加调查者认为，即便在10年以后，社会福利市场

经济也无法改变这～现状，经济形势势必每况愈下。

耐人寻味的倒是，人们普遍认为，10年前市场经济成分

同社会福利成分几乎均衡，而在这lO年中，前者的比

重日益增大，后者的比重则日益减少。半数以上的人

认为，lO年后前者将明显超过后者。

结论很清楚，“德国病”病在体制上，病在德国实际

执行的社会福利市场经济这一体制上。其症状如何?

根据笔者的看法，主要表现为“五高两低”：即高福利、

高劳动成本、高国债、高税收、高失业和低投资率、低

增长。

福利的高低主要反映在国家的福利费率上，也就

是说，反映在国家支出的福利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例上。从墙71年引进福利体制开始到1974年为止，

德国的福利费率从1％上升到30％左右。1997年德国

西部的福利费率为31．9％，东部则高达55．6％，整个德

国为34．7％。1999年全德的福利费用高达1．7万亿马

克，与1990年相比整整翻了一番。

如此高的福利费主要是用在高额附加工资费上。

据统计，1996年德国制造业中人年均劳动成本为8．62

万马克，其中直接工资为4．74万马克，占总成本的

55％，附加工资为3．88万马克，占总成本的45％，是美

国和日本的2．5倍。【4J高额附加工资必然导致高额的

劳动成本。根据1993年的统计，德国每小时的劳动成

本为25美元，而日本仅为18美元，美国17美元，英国

14美元，韩国6美元，波兰和匈牙利仅为5美元。面对

如此高额的劳动成本，德国国内投资不振，德国企业的

国际竞争力下降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福利费的另一支出大户是养老金。由于人口日益

老化和养老金的不断提高，德国面临严重的养老金问

题。60年代初当德国提出动态养老金体制时，领取养

老金的时间平均不到10年，到1993年已上升到16年，

如今还在继续上升。同时，在职人员和退休人员的比

例不断恶化，而且还将进一步恶化。1993年100个在

职人员只供养36个退休人员，到2040年该比例就要变

成100：70，就是说100个在职人员要供养刀0个退休人

员，而在国家公务员中该比例则要高达100：93。

根据路易斯的经济理论，一国的资产状况会极大

地影响该国的经济发展。而德国为了支付上述高额福

利费用不得不大量举债，从而恶化了自己的资产状况，

制约了经济的增长。据统计，1982年科尔接替施密特

任联邦总理时德国的国债(联邦、州和地方三级国债)

总计为6000亿马克，到1998年政府更迭时已上升到

1．5万亿马克，每年需支付的利息为830亿马克，相当

于整个税收的1／5，是联邦政府第二笔最大的开支。

1990年德国的全部债务(指总债务加上无担保的退休

金负债)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3％，而美国仅为

15l％。(5】

在资本主义世界，政府的财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前

面谈到的借债，另一个则是征税。为了支付高额的福

利费，国家不得不一再提高税率，例如1997年德国的

税收就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0．3％，德国个人所得税

的最高税率为53％，企业税为51．83％，工资收入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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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税率为47％，公司留成利润税率为43％，起征税率为

25．9％，这在发达国家均列在高位。例如同期美国的

税收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9．7％，个人所得税最高税

率仅为30％，企业税亦仅为30％。【6】高税率带来的后

果是极其严重的：它挫伤了企业、个人的生产和投资积

极性，迫使纳税大户外迁或将投资转向国外，也使偷税

漏税和打黑工盛行。

众所周知，福利和就业之间也有着紧密的关系。

当前，德国失业情况十分严重，进入90年代后，登记的

失业人数已经三次越过400万大关。2000年仍无大转

机，当年全德的失业人数共计390万，失业率为9．6％。

如果加上备用劳力，加上正在接受培训或改行培训的

人员，德国的失业人数仍然超过700万，接近1929。

1932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时的人数。据1996

年纽伦堡劳动市场和职业研究所统计，因失业造成的

额外负担高达1590亿马克，人均4万马克。导致德国

如此高失业率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是高

福利。例如：当前德国的每个失业人员一般可以领到

67％的失业津贴或57％的失业救济。他们完全可以依

此体面地生活下去，如果再能打点“黑”工，收入甚至不

会低于就业时。因此他们并不渴望重新就业。一位经

济学家不无感慨地对笔者说：“现在德国政府连雇佣失

业者来清扫冬天积雪的本事都没有，大冬天的，谁愿意

离开温暖的家，跑到这冰天雪地的世界里来。”

造成高失业的另一个原因是工作岗位的过度保障

——解聘保护。当年引进这一举措本是为了保护雇员

免遭无端的解雇而失业。按照《解聘保护法》的规定，

企业只有在下述三种情况下可以解雇职工：～、职工

个人的原因，例如失去了劳动能力；二、职工的工作态

度，例如不愿干活，或不愿好好干活；三、企业的原因，

例如企业某一部门关闭或是倒闭。然而事与愿违，随

着工作岗位保护措施的日益扩大和费用的不断提高，

该举措也发生了异化。．如今企业要解雇职工，就要花

费一大笔解雇费，所以企业宁愿放弃扩大再生产，甚至

减产也不愿去冒万一经营不善要解雇职工所需高额费

用的风险。于是就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自

1973年以来德国就没有再净增过任何新的就业岗

位。[7j这说明，德国对解雇采取过分保护措施带来的不

是失业的减少，而是失业的增多。美国则不同，它在最

近25年中创造了400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从而大大改

善了自己的就业状况。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社会福利体制对私人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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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本的影响也很大，因而对投资和经

济增长的影响也很大。正是德国社会福利体制中的高

福利、高税率、高成本和高额解聘保护恶化了德国国内

的投资环境，吓跑了众多的国内外投资者，造成外国资

金不内流，本国资金向外流的尴尬局面。以1996年为

例，德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为170亿马克，而对内投资仅

为2亿马克，相差85倍。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低投资必然带来低增长。

对比一下50年代和90年代德国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

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我们就可得出相应的结论。从1951

年到1957年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依次为10．

4％，8．9％，8．2％，7．4％，12％，7．3％和5．7％。进入

70、80年代这一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到了90年代则大

幅度下降，从1992年至2000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

长率依次为2．2％，一1．2％，2．3％，1．7％，0．8％，

1．5％，2．2％，1．5％和3％。回顾德国福利和增长的全

过程，人们看到的是一条令人深思的轨迹：福利费用同

增长幅度大体上成反比，福利费用的上升带来的并不

是经济的增长，而是下降。

事实是严酷的，尽管多数德国经济学家至今也不

愿意承认德国经济得了“德国病”，但也不得不惊呼：国

家和经济已跌入“社会福利国家陷阱”。【8J

建立并发展社会福利保障本是一件大好事，但搞

得过急、过多同样也会走向反面。当人们在赞誉德国

社会福利体制“健全”和“完善”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

这一点。在这方面德国在给世界提供了大量宝贵经验

的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其沉痛的教训。显然，这一点

对于正在进行福利体制改革的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

意义。

二、“德国病”能治愈吗?

“病”和“死”是既有联系又不等同的一组矛盾。在

这里谈“德国病”能否治愈同谈资本主义能否“长生不

老”是全然不同的两个命题。资本主义由于它自身无

法克服的矛盾必然是多“病”缠身，而且终究会因病入

膏肓而“死亡”，但这并不等于说，它一生“病”就不能治

愈，就注定会因此死亡。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数百年里，

它已病过很多场，但大多得到了治愈，而且在近数十年

内有了新的发展。讲清这一点既是向真理的回归，也

是实事求是研究“德国病”能否治愈的前提。

应该说，德国经济得了病是个不争的事实，大凡具

有正常理智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是很容易看清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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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是一回事，治疗却是另一回事。从看清到治疗到

治愈不仅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而且路上潜伏着无数

难以克服的障碍，因为这里涉及的是体制问题，是芸芸

众生赖以维计的福利问题，这对“一个党在台上，一个

党在台下”的资本主义国家说来是一个“生死抉择”问

题，因为只要一触动福利这一敏感问题，就会丢失选

民，就会导致执政党倒台。施罗德算是吃了豹子胆，一

上台就试图触动这一问题，结果～下子就丢掉了6个

州、市的执政大权。如果不是联盟党自不争气，自乱阵

脚，施罗德早已不可能拥有今天这样的局面，甚至能否

执政到任期满都令人怀疑。今天提出这一论点既说明

治疗“德国病”的难度，但也说明治愈“德国病”的可能。

出路在改革，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出路在“转

轨”，就是说，德国不仅东部有体制转轨问题，西部也有

体制转轨问题。而“改革”和“转轨”虽说历来都是困难

的，但又都是可能的，关键在于把握其根本的规律，那

就是：

1．努力达到社会的共识，包括各主要政党之间以

至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共识。要让人们知道，长痛

不如短痛，只有经过“短”痛才能治愈“德国病”。其实，

当今德国政坛朝野两党之间对德国面临的问题看法基

本类同，应对的措施也是相似的，只是因为党派之别，

才相互攻击。但近年来人们已经看到了一种新的动

向：社民党不再象往常那样，一定要寻找“另一种选

择”，而是敢于使用联盟党的方案，尽管还是“犹抱琵琶

半遮面”，而联盟党也采取了相应的“边批边放”的做

法，在《节支计划》中人们对这一新动向已经看得比较

清楚。另一方面施罗德政府也加大了不同利益集团之

间，特别是工会和雇主协会之间在解决重大敏感问题

上合作的力度，大力提倡“社会进行对话并达成共识的

积极性和能力”，L9】而成立由政界、经济界和工会高层

代表组成的“劳动、培训和竞争力联盟”则是一个突出

而典型的范例。

2．要对症下药，逐步削减福利费用，尤其是附加工

资，要逐步削减劳动成本，降低税率，减少国债，同高失

业作斗争，以吸引投资，推动增长。

3．要进行这样的改革或转轨，社会上很快就会出

现得益者或部分得益者，失益者或部分失益者。一定

要特别注意，即使在初期也要使改革的整体得益者尽

量多于改革的整体失益者。人们已经看到施罗德政府

在决定降低附加工资的同时，降低起征税率，提高起征

税额，提高子女津贴。在进行养老金改革时，则提高生

态税来予以支持等等。

4．要把握好改革中“渐变”和“突变”关系；要按轻

重缓急来正确配置改革措施。在这方面人们已经看到

了施罗德政府制定的一个又一个短、中、长期计划：例

如一年的削减青年失业《紧急计划》，三年阶段《税改计

划》，五年的《经济总体发展规划》，五年的《联邦财政计

划》和七年的《节支计划》等等。

事情很清楚，施罗德政府不仅看到了问题，而且已

在着手解决问题，但却受到德国现有政治、经济体制和

自身矛盾的严重制约。如能取得突破，“德国病”应该

是可以治愈的。

[注释]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

卷)[M)，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3—14页。

[2)艾哈德：《为大众谋福利》，杜塞尔多夫，1957年。

[3]赛康德：《争夺世界技术经济霸权之战》(M]，铁道

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页。

(4]本文有关数据除特别注出者外，均引自历年的《数

据报告》(髓te眦印0n)和《经济年鉴》

(Jahr嘲而rtSchaftsb舐cht)。

[5]经合组织，引自莱斯特尔·图罗夫的《资本主义的未

来》[M]，纽约，1996年版，第102页。

[6]联邦财政部2000年10月发布的《重要税收的国际

比较》，引自www．bundeSfinan锄jniSt面uIll．de网

站。

(7]同注[3]。

(8]克里斯蒂安·封·克罗考夫：《德国的衰落》(Der

deUtsche Niede日gang)，斯图加特，1998年版。

(9]施罗德一布莱尔《伦敦宣言》第二章，引自～．ya．
hoo．de网站，1999．10．16。

作者简介：殷桐生，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9)

收稿日期：2001-02．05

·69·

  万方数据


